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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系统动力学，从定量、动态的角度对学习型组织进行研究，建立了学习型组织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本文对有助于提高学习型组织知识存量的因素的作用效果进行了量化，包括单因素的累积效应分析和双因素的协同效应分析。研究表明，当组织专注于一个因素的改进时，提高组织创新能力对提高组织知识存量效果最优，累积效应最强；当组织专注于两个因素的改进时，提高组织创新能力并改变组织结构，使组织趋于扁平化，协同效应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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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system dynamics,this study constructs a system dynamics model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research learning org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ntitative and dynamic analysis.This article quantifies the effect of factors which are helpful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stock of learning organization, including the cumulative effect analysis of single factor and the synergy effect of two factors.Research shows that when the organization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 of one factor, promoting its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the most helpful to the improvement of its knowledge stock and the cumulative effect is the largest.When the organization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wo factors,promoting its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changing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synergy effect is the lar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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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学习型组织知识存量研究
1引言

学习型组织理论是国内外管理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当今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知识经济中，学习极为重要，这决定了企业的命运。成功的组织必须能够不断学习、创造新知识。构建学习型组织被认为是组织实现有效管理的需要、是全面提升组织竞争力的需要、是组织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的需要。

Garvin,D,A[1]指出构建学习型组织要从提高组织的知识获取、创造、传递能力出发，并且要以新知识、新见解为指导。Liao S H[2]等构建了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学习型组织概念模型，认为构建学习型组织可以帮助知识密集型企业迅速适应剧烈的环境变换，有助于企业战略的制定，提升组织绩效。Karkoulian S[3]认为要从以下七个维度去衡量学习型组织的发展程度：持续学习、探讨与交流、团队学习、知识分享系统、共同愿景、组织与环境的互动机制、战略性领导，并通过实证分析了知识管理的各个维度与学习型组织各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发现知识管理的各个维度均能促进学习型组织的发展，学习型组织的某些维度也会反过来促进知识管理的效率。Santa M[4]构建了学习型组织模型，模型由学习、变革、环境、非正式制度、基础设施等子元素组成，作者分析了不同元素之间的作用机理，并分析了学习层次对于构建学习型组织的重要性。构建学习型组织的本质目的是为了在知识经济中获取更多的知识，提高自身知识存量。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如何构建学习型组织，但大多是从定性、静态的角度构建概念模型。概念模型缺乏应用性，在组织资源与精力有限的情况下，面对众多对构建学习型组织产生影响的因素，无法有效分析应着重优先改进哪些因素，才能为组织带来最大程度的知识存量的提升。现有研究大多从静态的视角出发，缺乏从动态的角度去研究学习型组织，也缺乏通过定量模型进行仿真从而对学习型组织进行知识存量变化的度量。因此本文将利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构建学习型组织的动力学仿真模型，用动态、定量的方法对学习型组织进行研究。

    系统动态学（SD）的优点在于强调系统的因果关系和反馈关系，对于影响因素众多，而各个因素之间又存在错综复杂的因果反馈关系的系统具有很强的处理能力，有助于帮助研究者了解系统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5-7]。系统动力学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模型的参数是可以人为假定与设定的，研究者可以通过对参数的调整，分析不同因素的变化所引起的动态结果，具有灵活、可操作性的特点。
     Zaim S[8] 等构建了企业的知识管理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知识管理单因素的实施对企业绩效、客户满意度等的影响；Lin C[9] 等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战略联盟之间的信任程度以及知识共享稳定程度两个单因素各自的改变，对战略联盟的稳定性的影响；Dangelico R M[10]构建了利用知识存量度量地区创新能力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分别分析了提高区域内通过交流共享获得的知识量以及通过模仿、学习获得的知识量两个单因素的改进下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这两个因素同时改进下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但仅是分析了两因素同时改进的效果比单因素改进的效果好，并没有分析两因素的同时实施是否存在“1+1>2”的协同效应。综上分析，现在知识领域利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大多只分析了单因素实施对所检验的指标的影响，多因素情况下是否存在协同效应的分析较为缺乏。当多因素同时实施时，因为不同因素的作用机理不同，会存在某一因素削弱或增强另一因素作用效果的情况，而现有研究缺乏对这种情况的分析，因此对于研究多因素的实施是否存在协同效应是有必要的。一个组织的资源与精力往往是有限的，决策时需要有所取舍，对于多因素实施之间的协同效应分析有助于指引组织进行决策。

Wang D[11]在对能源领域进行系统动力学分析时发现，某些对煤炭产业产值产生影响的因素单独实施时对产值带来的正效应较小，但与其它因素共同实施时，却能对产值带来极大的正效应的现象。知识系统也是一个各个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系统，不同因素共同实施时，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不同，带来的协同效应也不同，同样可能存在这种现象。过去知识领域利用系统动力学的研究多从因素实施到结果之间的表象进行分析研究，本文则对不同因素共同实施带来的协同效应进行量化，揭示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

Wang D[11]在能源领域通过对因素的延迟效应、累积效应以及协同效应分析，对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延迟效应、累积效应、协同效应的分析方法[11]，对不同因素对学习型组织知识存量的影响效果进行分析。

2学习型组织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2.1 模型构建

企业既可以通过自身的创新积累获取知识，也可以通过向其它企业学习，获取由其它企业转移的知识。为了模拟这两种获取知识的途径，本文将构建由知识发送者和知识接收者两个主体组成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主要站在知识接收者的角度进行分析。

本文所构建的学习型组织系统动力学模型涵盖知识、结构、学习、情境四个模块，主要包括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关系距离、知识创新、知识遗忘等关键变量。具体框架图如图1所示。学习型组织是善于获取、创造、传递知识，并以新知识、新见解为指导，勇于修正自己行为的一种组织[1]，随着时间流逝，知识会逐渐遗忘，因此构建知识模块，主要包含知识获取、知识创新、知识存储以及知识遗忘四个构面。彼得·圣吉[12]提出了组织学习的五项修炼，分别为心智模式、自我超越、共同愿景、系统思考、团队学习，因此构建学习模块，包含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这几个关键变量，用以衡量组织学习能力，其中自我超越强调的是对知识的创造与创新，本文将其归纳到知识模块中。著名学者王其藩[13]将学习型组织的结构特点归结为“扁平化、高柔性”，即结构上要做到扁平化，提高柔性程度，从而增强组织对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因此构建结构模块，主要包含扁平化和柔性化两个关键变量。本文从自身创新以及向其它组织学习两种获取知识方式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向其他组织学习，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涉及知识转移过程，Cummings J L,和Teng B S[14]针对知识转移提出了9因素知识转移模型框架，并强调了知识在转移过程中，受到转移情境的影响，转移情境包括关系距离、制度距离、物理距离、知识距离、组织距离5个维度，因此构建转移情境模块，包含关系距离、制度距离、物理距离、知识距离、组织距离5个关键变量。综上所述，本文所建模型的边界及框架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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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学习型组织模型框架图
2.2 学习型组织模型因果关系图构建 

根据上文学习型组织模型框架图，建立了图2的学习型组织模型因果关系图。因果关系图由知识发送者和知识接收者两个主体组成，并假设输出者的知识存量高于接收者知识存量。因下文着重分析不同因素对接收者知识存量的影响，因此本节对因果关系图中对接收者知识存量产生影响的主要作用路径进行分析：

①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接收者知识学习能力→转移知识量→接收者知识存量

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作为组织学习的技能修炼，程度越高，组织的学习型组织程度越高，学习能力越强[12]，因此知识接受者这几项修炼的程度越高，相对应的学习能力也越强，成正相关。转移的知识量与知识接收者的学习能力有关，能力越强，转移的知识量越大，成正相关。知识转移量越大，接收者知识存量越大，成正相关。

②接收者创新率水平→接收者创新知识量→接收者知识存量
GARVIN[1]提出学习型组织是善于创造和获取知识,并且根据这些新知识和新见解改正行为的组织，因此模型中知识接收者可以通过提高自身创新率水平，不断创造新知识，并最终提高自身知识存量，均为正相关关系。

③环境剧烈变化程度→接收者知识折旧率→接收者遗忘量→接收者知识存量
接收者获取知识的同时，也会遗忘知识。当环境动荡，发生剧烈变化时，企业的发展会面临巨大的挑战，知识的更新速度加快。在一定的环境动荡范围内，创新能力由于其内在柔性而基本不受环境动荡的影响，但会受到时间效应带来的知识折旧或贬值的影响[15]，因此环境剧烈变化时，会加速知识的折旧率，与知识的折旧率成正相关关系。随着知识折旧率的增加，接收者知识的遗忘量会增加，成正相关关系。当接收者遗忘量增加，接收者知识存量会减少，成负相关关系。

④扁平化→转移知识量→接收者知识存量
扁平化通过减少组织中间的管理层，减少管理层次，扩大管理幅度实现，可以缩短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的距离，减少信息在不同层次之间传递的失效率[16]，提高知识的传递效果，因此在输出者向接收者转移知识的过程中，扁平化可以通过降低转移的知识在接收者组织间传递的失效率，而提高最终转移的知识量，扁平化与转移知识量成正相关。转移知识量增大，会提高接收者知识存量，成正相关。

⑤柔性化→接收者知识折旧率→接收者遗忘量→接收者知识存量
柔性反映的是组织面对变化的环境所表现出的适应能力，柔性化高的组织，面对环境变化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充分整合、利用自身已有知识资源[17]，从而可以减缓知识的折旧，因此柔性化与接收者知识折旧率成负相关。随着知识折旧率的降低，接收者知识的遗忘量会减少，成正相关关系。当接收者遗忘量减少，接收者知识存量会增加，成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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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学习型组织模型因果关系图

2.3 学习型组织系统流图

基于学习型组织模型因果关系图，建立了图3的系统流图，系统流图由2个存量，12个辅助变量，18个常量和1个随机变量构成。

模型的基本假设：
输出者的学习型组织程度较接收者高，因此输出者的知识存量高于接收者知识存量。

接收者通过输出者的知识转移以及自身的创新获取知识，从而提高知识存量。

模型主要涉及的方程式及初值设置如下（方程的设置参考了众多前人学者的研究[8-11,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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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学习型组织系统流图

（1）输出者知识存量=INTEG（输出者创新量-输出者遗忘量，100）

（2）接收者知识存量=INTEG（接收者创新量-接收者遗忘量，10）

（3）输出者创新量=输出者知识存量*输出者创新率水平

（4）输出者遗忘量=输出者知识存量*输出者知识折旧率

（5）接收者创新量=接收者创新率水平*接收者知识存量

（6）接收者遗忘量=接收者知识存量*接收者知识折旧率

（7）接收者创新率水平初始值设定为0.18，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5年我国平均专利申请授权数增长率为18%，本文以此衡量创新率水平，并将18%设定为接收者创新率水平；因为输出者学习型组织程度更高，因此假定输出者创新能力更强，初始值设定为0.25。

    （8）输出者知识折旧率以及接收者知识折旧率采用法定年限法，其折旧率δ为：

δ＝ 1/ｎ[22]，我国发明专利法定年限为20年，因此两者折旧率初始值均设定为1/20=0.05。

输出者心智模式、输出者共同愿景、输出者团队学习、输出者系统思考、接收者心智模式、接收者共同愿景、接收者团队学习、接收者系统思考在[0,1]之间取值，为程度值，越接近0程度越低，越接近1程度越高。接收者的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初始值都设定为0.5，输出者学习型组织程度更高，因此输出者的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初始值设定为0.7。

关系距离、组织距离、制度距离、物理距离在[0,1]之间取值，为程度值，越接近0代表差距越小，越接近1代表差距越大，初始值均为0.5。

（11）接收者知识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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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输出者知识输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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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知识转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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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阈值=接收者知识存量/输出者知识存量

（15）转移知识量=IF THEN ELSE(阈值<0.8 , ( 接收者知识接收能力+输出者知识输出能力-知识转移情境)*有序度*知识差距,0 )，阈值体现了知识输出者对自身尖端知识和知识优势地位的保护，假定当接受者知识存量与输出者知识存量比例超过0.8后将停止知识转移。假定阈值上界为0.8。

（16）接收者知识折旧率=0.05*(1-柔性度)*(1+环境震荡)

（17）环境震荡=0（初始值）。当进行环境变化对组织带来的影响的分析时，环境震荡=PULSE(6,4)*RANDOM UNIFORM(0.5, 1 , 0.45 )，表示在仿真的第6年环境开始发生剧烈变化，为模拟环境变化的随机性，引入了随机函数，产生的随机数越接近1，表示环境的变化越剧烈。

（18）为衡量组织结构对转移知识量在接收者组织中的传递效果，这里引入负熵模型。熵是对系统状态的一种定量化描述, 它表征着系统状态的复杂与有序程度。不同组织结构的熵也不同, 因此熵可用来表征特定组织结构的宏观有序程度，即有序度[23]。组织结构的有序度R = AR 1 + BR 2，其中R1为组织结构的时效，反应了知识在组织系统中知识流通的时效性大小；R2为组织结构的质量，反映知识在组织系统中知识流通的准确性大小；R越大，表明组织的结构越优越，越有利于知识在组织中的传递[23]。当系统的有序度越高，表明组织的结构越有利于知识的传递。为了衡量组织结构的柔性化程度，即柔性度，同样使用负熵模型，柔性度的计算方法[24]与有序度相同，柔性度记为R0。限于篇幅，下文中对于不同组织结构有序度及柔性度的计算仅列出计算结果。为简化模型以及计算，假设知识接收者的初始组织结构管理层次=4，管理幅度=4（见图4），因此有序度初始值为R=0.1575，柔性度初始值R0=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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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知识接收者组织结构

在下文的参数灵敏度检测以及因素分析中，知识接收者将对组织结构进行改革，减少管理层次，扩大管理幅度，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结构扁平化较好的解决了等级式管理的“层次多、冗员多、组织机构运转效率底下”等弊端，加快了信息流的速率，使得组织面对多变的市场环境，能迅速地做出反应，以达到快速适应现代市场需求，即能提高组织柔性化程度。 扁平化后，取管理层次=3，管理幅度=5（见图5）。因此扁平化后的知识接收者组织结构有序度R=0.1765，柔性度R0=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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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知识接收者扁平化组织结构

（19）TIME STEP=1。
模型在使用前要进行有效性检验，有效性检验是为了验证模型所获信息与行为是否反映了实际系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通过模型的分析研究能否正确认识与理解所要解决的问题。

3因素分析与仿真结果

本文已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该模型的信息与行为能够反映实际系统的特征和变化规律。此章节将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

3.1 初步仿真结果分析

根据参数设定的初始值，使用Vensim PLE对模型进行仿真，期限设定为10年。模拟结果见图6。

由图6可知，随着仿真过程的推进，知识输出者的知识存量以及作为知识接收者组织的知识存量都逐渐提高。但两者之间的知识差距仍十分巨大，究其原因，作为知识接收者的组织，在创新率水平，改善组织心智模式、建立组织共同愿景、组织进行团队学习、组织进行整体系统思考等的程度都还较低，与学习型组织程度较高的知识输出者差距较大，因此若知识接收者组织想要提高知识存量，追赶知识输出者组织，则要提高上述一些因素的程度。但一个组织的资源与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到面面俱到，难以同时提高所有有利于增加知识存量的因素的程度，往往只能专注于某些因素的改进来提高学习型组织的知识存量。因此，本文将对有利于增加学习型组织知识存量的各个因素之间进行分析，包括单因素分析、双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着重分析单个因素的累积效应以及延迟效应；双因素分析分析着重分析各个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协同效应、协同效应的大小，从而为组织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选择最佳的提高学习型组织知识存量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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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知识输出者和接收者知识存量

3.2 单因素分析

本节对影响接收者知识存量的不同单因素的累积效应、延迟效应、环境抵御能力进行分析（限于篇幅，仅列举累积效应最大的四个方案）。

3.2.1累积效应分析

方案1：接收者创新率：参数值由0.18提升20%。

方案2：扁平化：即使接收者组织的结构扁平化，管理层次由4减为3（详见本文2.3）。

方案3：制度距离：参数值由0.5降低20%。

方案4：系统思考：参数值由0.5提升20%。

累积效应公式[11]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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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子中，累积效应k表示方案k的累积效应；[image: image27.wmf]i

f

2

表示实施方案k后，第i年接收者知识存量；[image: image28.wmf]i

f

1

表示未实施方案k时，第i年接收者知识存量；i、j分别表示仿真时间的第i年、第j年。累积效应可以反映一段时间内不同方案的实施对这段时间内产生的总的影响。

通过知识接收者实施的上述各个方案的结果（见图7）可知，各个因素的改进对组织知识存量前五年的累积效应（i=1，j=5）都明显小于后五年的累积效应（i=6，j=10），表明以上各个因素均存在延迟效应。因此，在组织构建学习型组织，提高组织知识存量的过程中，不应只追逐眼前利益，只有坚持改进有利于提高学习型组织知识存量的因素，才能获得自身知识存量的大幅度提升。另发现，方案2在前5年的累积效应要强于方案1，这是由于在组织或企业发展的前期，主要是依靠向知识优势组织学习，通过优势组织的知识转移，从而提升自身知识存量(见图8）。扁平化的实施可以提高组织所得到的知识在组织中传递的效率以及准确性，从而可以获得更好的知识转移效果。在组织发展的后期，由于组织知识存量的提升，缩小了与优势组织的差距，优势组织出于对自身尖端知识的保护，转移的知识量减少，此时组织若想进一步发展，则要依靠自身的创新能力。从长远地看，单因素改进下，改进效果方案1>方案2>方案3>方案4。所以，为构建学习型组织，提高知识存量，在单因素改进条件下，应优先注重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可以通过营造创新文化氛围、增加R&D投入水平、推动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实现。提高组织创新能力对提高组织知识存量效果最显著，因此下节将分析双因素下其它因素的改进对提高组织创新能力带来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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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单因素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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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初始条件下转移知识量和接收者创新量

3.2.2环境变化抵御能力分析

修改环境震荡变量中的公式，由常量参数0改为环境震荡=PULSE(6,4)*RANDOM UNIFORM(0.5, 1 , 0.45 )，图9中曲线1为环境发生剧烈动荡下接收者的知识存量，明显小于环境平稳时（环境震荡=0）的知识存量，环境变化的冲击会给组织带来巨大的影响。本节将测试不同方案对环境剧烈变化的抵御能力。

抵御能力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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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子中，抵御能力k表示方案k的抵御能力；[image: image33.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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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环境震荡下，实施方案k后，第i年接收者的知识存量；[image: image34.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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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环境震荡下，未实施方案k的情况下，第i年接受者的知识存量；[image: image35.wm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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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环境震荡下，未实施方案k的情况下，第i年接收者的知识存量。其中，i=1，j=10。抵御能力小于<100%，表示该方案不能完全抵御环境剧烈变化对接收者知识存量的不良影响，抵御能力>100%，则表示不仅能抵御环境变化的不良影响，更能进一步获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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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环境震荡下接收者知识存量

抵御能力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单因素环境抵御能力

	方案
	抵御能力（%）

	方案1
	212.33

	方案2
	183.35

	方案3
	62.65

	方案4
	60.77


     由上表可知，通过提高创新率和使组织结构扁平化都能有效地抵御环境剧烈变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提高组织创新能力，可以提升组织的知识创新量，从而减少由于环境剧烈变化所造成的知识流失与失效对组织知识存量带来的损失。方案2通过减少组织的管理层次，扩大管理幅度，使得组织对外界信息反应更敏捷，提高了组织的柔性化程度，从而在外界剧烈变化时，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做出相应的调整，减少知识的流失与失效。
3.3双因素分析

3.3.1协同效应分析

在已有的知识管理领域的系统动力学文献中，虽有分析了两因素同时改进的效果与单因素改进的效果作比较，但少有分析两因素的同时改进是否存在“1+1>2”的协同效应。当多因素同时改进时，因为不同因素的作用机理不同，会存在某一因素削弱或增强另一因素作用效果的情况，因此对于研究多因素的改进是否存在协同效应是有必要的(限于篇幅，仅列举协同效益最大的四个方案）。

方案5：因素(：接收者创新率：参数值由0.18提升20%；同时，因素(：接收者组织的结构扁平化：管理层次由4减为3。

    方案6：因素(：接收者创新率：参数值由0.18提升20%；同时，因素(：接收者知识折旧率：参数值由0.05降低20%。

方案7：因素(：接收者创新率：参数值由0.18提升20%；同时，因素(：制度距离：参数值由0.5降低20%。

    方案8：因素(：接收者创新率：参数值由0.18提升20%；同时，因素(：接收者系统思考：参数值由0.5提升20%。
协同效应分析方法[11]：

分别计算a与b。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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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效应=a-b
式子中，累积效应k为实施方案k的累积效应；累积效应k2为对于方案k，只改变方案中第二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不进行改变时的累积效应（即方案k中第二个因素的单因素累积效应）；累积效应k1为对于方案k，只改变方案中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不进行改变时的累积效应（即方案k中第一个因素的单因素累积效应）。累积效应的计算方法见章节3.2。
若a-b>0，表示因素2的改进对于因素1的改进有协同作用。用此方法可以分析，各个因素的改进与提高接收者创新率这个因素的改进协同效应大小，从而选择最优的双因素改进措施，以提高组织知识存量。

图10为计算结果，方案5~8的a-b均大于0，表明组织结构扁平化、降低接收者知识折旧率、缩小企业间制度距离和提高接收者系统思考水平等因素的改进分别与提高接收者创新率该因素的改进同时实施，都对提高接收者创新率产生了协同效应。这表明学习型组织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系统中某一部分的存在可能会增强系统中其他部分的稳定性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个整体要比各部分的总和强大得多。协同效应大小为方案5>方案6>方案7>方案8。在改进影响学习型组织知识存量的双因素时，提高组织创新能力的同时，改变组织结构，实现扁平化，能够对前者带来最大的协同效应，该双因素的改进效果最好。因此，组织在有限的资源与精力下，想要构建学习型组织，提高知识存量，应当优先考虑提升自身的创新水平，提高竞争能力，并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柔性化，减少组织结构的中层管理层次。

[image: image39.png]



图10协同效应（a-b）计算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3.2的分析中，降低知识折旧率的单因素累积效应并不属于累积效应最大的四个方案之一，其累积效应较弱，但该因素的改进与提高接收者创新率这一因素改进措施一起实施时，给后者带来的协同效应却大于方案7与方案8，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不同因素之间复杂的作用机理，某一单因素改进时可能效用不大，但与另一因素同时改进，可能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

3.3.2作用路径分析

为分析造成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对制度距离因素以及接收者知识折旧率因素的主要作用路径进行分析（见图11和图12，（+）代表正反馈，（-）代表负反馈）。两个因素的作用点不同，接收者知识折旧率因素直接作用于接收者遗忘量；制度距离因素需要先作用于知识转移情境，然后作用于转移知识量。

当降低接收者知识折旧率与提高接收者创新率水平协同时，提高接收者创新率水平可以提高接收者创新量，增大接收者的知识存量；从作用路径中可以看出，进一步降低知识折旧率后，可以减少接收者的遗忘量，进而增大接收者知识存量，具有“增强”效应。

当缩小制度距离与提高接收者创新率水平协同时，提高接收者创新率水平提高了接收者创新量，增大接收者的知识存量；从作用路径中可以看出，进一步缩小制度距离后，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知识转移量，但由于接收者知识存量的增加，使接收者与输送者之间的知识差距缩小，优势组织出于自身对“尖端”知识的保护以及保证优势地位，会减少知识的转移输出，即削弱了转移知识量。因此在接收者知识折旧率因素的作用路径中存在“削弱”效应。

通过路径分析可见，由于缩小制度距离与提高接收者创新率水平协同的作用路径中存在削弱效应，因此在双因素协同作用下，其协同作用相对降低接收者知识折旧率并提高接收者创新率水平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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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制度距离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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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接受者创新率作用路径
为验证路径作用分析结果，先提高接收者创新率，作为初始状态，再分别设计以下实验：

实验1：接收者知识折旧率：参数值由0.05降低20%。

实验2：制度距离：参数值由0.5降低20%。

利用累积效应公式计算实验1和实验2的累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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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验1，式子中，[image: image43.wmf]i

f

2

表示实施实验1后，第i年接收者知识遗忘量；[image: image44.wmf]i

f

1

表示初始状态，第i年接收者知识遗忘量。对于实验2，式子中，[image: image45.wmf]i

f

2

表示实施实验2后，第i年转移知识量；[image: image46.wmf]i

f

1

表示初始状态，第i年转移知识量。

通过实验1与实验2可以分别计算在已提高接收者创新率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接收者知识折旧率和缩小制度距离，分别对接收者知识遗忘和转移知识量带来的累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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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累积效应分析
由上图可以看出，在已提高接收者创新率的初始状态下，进一步降低知识折旧率带来的知识遗忘量的累积量减少量要大于进一步降低组织距离的转移知识量的增量，前者通过减少知识的遗忘增大接收者知识存量，后者通过增加知识转移量来增大接收者知识存量，可以看出前者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而后者由于作用路径中存在“削弱”效应，作用效果较低。实验验证了路径分析的结果。

3.3.3环境变化抵御能力分析

修改环境震荡变量中的公式，由常量参数0改为环境震荡=PULSE(6,4)*RANDOM UNIFORM(0.5, 1 , 0.45 )，双因素实施下方案5~方案8的环境抵御能力见表2。

表2 双因素环境抵御能力

	方案
	抵御能力（%）

	方案5
	408.70

	方案6
	280.85

	方案7
	278.69

	方案8
	275.86


由上表可知，方案5~方案8都能有效地抵御环境剧烈变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对比双因素的方案5环境抵御能力与单因素的方案1与方案2环境抵御能力之和，发现双因素的同时改进对于环境抵御能力有“1+1>2”的效应。因此，面对环境的剧烈变化，知识折旧速度不断加快，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学习型组织若要提高知识存量，不能只专注于改善组织的某一个方面，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发挥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

4结语

本文综合前人的研究，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提升学习型组织知识存量的方案有许多，如提高组织创新能力、改革组织结构、提高组织系统思考能力等，但由于组织的资源与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需要有所取舍，专注于某些影响因素的改进，因此本文进行了学习型组织的单因素分析、双因素分析，为组织提高知识存量的因素取舍给予参考依据。通过单因素分析，当组织专注于一个因素的改进时，提高组织创新能力对提高接收者组织知识存量效果最优，累积效应最强；通过双因素分析，对双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进行了量化，发现当组织专注于两个因素的改进时，提高组织创新能力并改变组织结构，使组织趋于扁平化，协同效应最强。同时通过协同效应和作用路径的分析，也证实了不同因素共同实施时相互作用的机理复杂，某些因素单独实施时作用效果可能很弱，但和其它因素共同实施时，可能会带来极大的作用效果。

针对前人在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大多只分析了从因素到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鲜有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效果的分析，本文进行了协同效应的分析，并提出了不同方案对环境变化抵御能力的概念，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只分析了双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但该方法同样可以用于三因素或更多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分析。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是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广泛性理论研究，因此心智模式、系统思考、关系距离等参数都是设定值，缺乏实证研究。今后将对特定的组织进行研究，通过问卷的方式确定特定组织的参数设定值，从而为特定组织构建学习型组织提供因素分析，以加强知识模型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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